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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以大连市为对象，研究城市化进程中企事业单位分布格局的变化和搬迁特征，分析搬迁单位到城市中心距

离的变化与相互间离散程度的变化及搬迁单位运输成本以及员工通勤、业务出行成本的变化和搬迁强度。通过

调查，明确员工的住宅选址意愿和通勤出行变化，计算员工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减少程度，分析员工人居生活质量

的下降状况。研究发现：① 搬迁前后单位的分布形态差异很大，搬迁后单位呈稀疏分散格局，搬迁单位的运输

成本、员工通勤成本和业务出行成本大幅攀升；② 只有约4%的员工随单位迁至新址附近居住，大部分员工不愿

搬家的主要原因是新址的交通不便和教育条件差；③ 单位搬迁前后，员工通勤可达性的变化明显，长距离通勤

使得员工平均每天减少近2 h的自由可支配时间，员工的人居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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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上，城市化周期可分为：城市化、郊区化、

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 4个阶段[1~5]。这种过程体现

了城市空间的扩张、收缩及城市土地利用格局的

演化形态。在城市化进程中，随着城市空间的变

化，活动主体会根据效用或利益进行选址，选址结

果的空间分布形成城市土地利用格局。

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城市城市化进程加快，

许多原本位于城区的工业企业的厂址成为建成区

的核心，人口密集居住的地区。这些企业尽管占

据黄金地段，但土地的区位优势却没有发挥效益，

低下的企业生产力妨碍了城市优质土地资源的有

效利用。因此，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改善人居

环境、加强环境保护、促进土地优化利用，许多城

市开始将建成区内的制造企业迁移到远郊的工业

园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许多大学和政府机关

也纷纷离开市中心，在远离核心部的郊区建设大

学城或行政办公中心 [6~15]。结果城市空间大幅外

延，行政区域呈现全域城市化的倾向，出现了城市

圈的概念。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在改变城市空间形态的同

时，也给城市生活带来一系列影响，例如：高密度

的生活模式引发了空间冲突、文化摩擦、资源短缺

和环境污染。过快的城市化以及城市空间的无序

扩展诱发许多大城市病，如：职-住过度分离、住宅

价格高涨、交通体系尤其是公交体系匮乏等。这

些问题都会侵蚀城市的活力，影响城市的人居生

活质量（QOL）。发展城市的主要目的是改善

QOL，增强国民的幸福感。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

需要研究改善QOL的方法与途径，尤其是在制造

企业基于土地标价和利润最大化原理，外迁到周

边地区的情况下，有必要明确其员工的QOL的变

化形态。

本文以大连市为对象，通过走访搬迁单位、调

查其员工的居住和通勤状况，研究搬迁前后单位

空间分布形态的差异和特征，分析员工的住宅选

址意愿和通勤出行变化。基于通勤可达性变化，

研究员工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减少程度，并分析员

工QOL的下降程度。本文的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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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和城市空

间重构对人居生活质量的影响，对指导城市管理

者制定相关配套措施、改善市民人居生活质量方

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1 研究区域概况

大连市由 6个区、3个县级市和 1个海岛县构

成，总面积为 12 575 km2。其中心城区面积为 590

km2，包括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和甘井子区。

大连市从1995年起开始对位于中心4区内的企事

业单位实施大规模搬迁，先后分 33批将 289家符

合搬迁条件的单位列入搬迁计划，采取移地改造、

就地淘汰、搬迁合一、大厂减肥、整体出让等方式

对地处核心区的单位进行搬迁。这些单位主要向

下辖县市区和先导区工业园区转移。统计数据显

示，到2007年底已经完成企事业单位搬迁205家，

空出土地 6.6 km2。这些土地的 40%用于道路、广

场、公园、绿地等设施建设，其余用于住宅楼和各

类建筑用地。

22 城市化进程中企事业单位分布格

局变化及搬迁特征分析

22..11 搬迁前后企事业单位分布格局变化搬迁前后企事业单位分布格局变化

共收集29家大型企事业单位的搬迁数据。从

单位规模、单位性质和空间分布的角度看，这29家

单位具备一定的代表性，可作为大连市城市化进

程中企事业单位搬迁的样本。从单位规模看，这

29家单位的规模大小各异，员工数量在2 000人以

上的大型单位有 9家，500~2 000人的中型单位 14

家，在 500人以下的小型单位 6家，平均员工数量

为 2 611人；从单位性质看，这 29家单位不仅包括

制造类型的工业企业，还包括学校等事业单位；从

空间分布看，这些单位分布地域较广，搬迁前分布

在中心城区的主要街道，搬迁后分布在大连市域

的主要区域，尤其是搬迁单位的主要承接地，因此

可以通过这些企事业单位样本的搬迁特征反映大

体搬迁趋势。

外迁前后他们的空间分布如图 1所示。可以

看出，之前他们几乎都聚集在核心区，搬迁后除少

数几家仍位于中心区域外，其他都撤离城区，离散

地分布在大连市的其他区域。搬迁前后这些单位

分布形态的差异性，可以从他们到CBD的距离和

各单位间的距离 2方面来分析。前者反映单位与

城市中心的紧密程度，而后者则反映他们自身的

分散程度。

2.1.1 到CBD的距离

将城市路网上各单位到CBD的最短路径的长

度作为它们距CBD的距离，该长度与欧式距离相

比更具客观真实性。外迁前这些单位距CBD的平

均距离为 4.36 km，其中最近的为 0.74 km，最远的

为 9.56 km，标准差为 2.26 km，可以看出外迁前这

些单位聚集在城市中心，与城市中心联系紧密。

外迁后他们距CBD的平均距离为26.9 km，增加了

22.54 km，最近的为1.74 km，最远的为76.4 km，标

准差为18.20 km，可以看出单位外迁极大地扩展了

城市的空间范围。

2.1.2 单位间的距离

两两单位间的距离反映他们相互间进行业务

图1 29家单位搬迁前后的空间分布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29 enterprise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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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的难易程度，计算两两单位间最短路径的长

度得到单位间的距离矩阵。距离矩阵的统计结果

如表 1所示。其中，变异系数（CV：Coefficient of

Variance）又称离散系数，用来衡量某个变量样本

数据之间的分散程度，计算方法如公式(1)所示。

分布密度是本文定义的指标，用来衡量区域内点

的分散程度，数值越大表明点分布得越分散，计算

方法如公式(2)所示。

CV= (σ/μ) ×100% (1)

ρij_1= ∑i∑jDij_1/A，ρij_2= ∑i∑jDij_2/A (2)

式中，μ和σ为距离矩阵中两两单位间距离的平均

值和标准差，ρij_1和ρij_2为搬迁前后的分布密度，Dij_1

和Dij_2为搬迁前后第 i家单位和第 j家单位间的最

短路径长度，A表示研究区域的面积。

表表11 搬迁搬迁前后两两单位间的距离指标前后两两单位间的距离指标

Table 1 Distance indicator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location

范围（km）

平均值（km）

标准差（km）

变异系数（%）

分布密度 (km/km2)

搬迁前

[0.089, 10.940]

3.828

2.253

58.9

0.445

搬迁后

[0.164, 87.296]

23.766

17.589

74.0

2.018

从表1可知，各单位间的距离在搬迁前后差异

很大。搬迁后各单位间距离的最大值和平均值约

分别是搬迁前的8倍和6倍，表明搬迁后他们间的

距离大大增加。另外，比较搬迁前后单位间距离

的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可发现搬迁后单位间距离

的差异性增大，部分单位相互离得较近，部分单位

却相距甚远。搬迁前后分布密度的变化表明搬迁

后单位的选址布局呈现稀疏分散的形态。

以上分析表明，搬迁前后单位的分布形态差

异很大，搬迁后各单位与CBD的距离显著增加，与

城市中心的联系减弱，各单位间的距离也明显增

加，单位的分布格局呈稀疏分散形态，城市空间大

幅度外延。

22..22 企事业单位搬迁特征分析企事业单位搬迁特征分析

大连市企事业单位外迁总体上呈3种趋势，即

向东北、西北和西南方向外迁。这与大连市的“西

拓北进”的发展策略相一致。“北进”是单位外迁的

主方向，前往东北方向的数量占总量的 58.62%。

双D港、金州工业园区、瓦房店工业园区、长兴岛

成为该方向承接外迁单位的主要地点。“西拓”是

单位外迁的另一个主要方向，向西北和西南方向

搬迁的数量分别占总量的 27.59%和 13.79%。西

北方向的主要承载地是革镇堡，西南方向的主要

承载地则是旅顺口区。下面从各单位的运输成

本、员工通勤和业务联系成本以及平均搬迁强度3

方面，分析单位的搬迁特征。

2.2.1 原材料与产成品运输

搬迁单位大多为制造企业，需要进行原材料

和产成品的运输。调查显示这些原材料的供应地

和产成品销售地大多位于大连市域外，货物多通

过铁路或水路进出大连。搬迁后企业到铁路货运

枢纽和码头距离的增加加大了货物在大连市内的

运输成本。由于铁路和水运承担的份额大致相

同，这里假设通过铁路枢纽和码头的货物比例各

占 50%，然后计算旧址和新址到铁路货运枢纽和

码头的最短路径长度，据此比较3个搬迁方向上企

业运输成本的变化，计算方法如公式(3)所示，结果

如表2所示。

d1i= 0.5×dstation_1i+0.5×dport_1i，d2i=0.5×dstation_2i+0.5×dport_2i

d1m=∑i d1i/nm，d2m=∑i d2i /nm (3)

Cm=(d2m-d1m)/d1m

式中，dstation_1i为第 i家单位旧址到铁路枢纽的最短

路径长度，dstation_2i为第 i家单位新址到铁路枢纽的

最短路径长度，dport_1i为第 i家单位旧址到码头的最

短路径长度，dport_2i为第 i家单位新址到码头的最短

路径长度，d1i为第 i家单位旧址到铁路枢纽或到码

头的最短路径长度的平均值，d2i为相应单位新址

到铁路枢纽或到码头的最短路径长度的平均值，

m=1,2,3分别表示东北、西北和西南方向，nm表示方

向m上搬迁单位的数量，d1m为方向m上旧址到铁

路枢纽和码头的平均距离，d2m为方向m上新址到

铁路枢纽和码头的平均距离，Cm为单位搬迁到新

址后运输成本的变化。

2.2.2 员工通勤、单位交易成本

以搬迁前后到CBD的最短路径长度为基础，

评价单位搬迁诱发的员工通勤和单位交易成本的

变化，结果如表2所示。

2.2.3 平均搬迁强度

定义“搬迁强度”反映单位的搬迁工作量，它

既与搬迁距离有关又与单位的规模有关，计算方

法如公式 (4)所示。各方向上的平均搬迁强度

（Hm_avg）可用公式(5)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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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Di×Si (4)

Hm_avg=∑i Hi /nm (5)

式中，Hi为第 i家单位的搬迁强度，Di为第 i家单位

的搬迁距离，Si为第 i家单位的规模（用雇用员工数

表示）。计算结果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单位搬迁使得他们的运输成本与

员工通勤、业务交通成本成倍增加，平均增加比例

分别达 372.19%和 463.04%，平均搬迁强度达到了

64 746（人·km）。比较 3个主要方向上的结果，发

现东北方向的运输成本和员工通勤、业务交通成

本的增加得最大，其次是西南方向，最后是西北方

向。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东北方向是大连市企

事业单位搬迁的最主要方向。

33 搬迁单位员工的住宅选址行为分析

搬迁使得员工的职住关系由职住接近变为职

住分离，员工们的通勤距离大幅增加。由于搬迁

后单位距CBD的平均路上距离增加了 22.54 km，

员工通勤出行的平均距离至少增加 22.54 km。为

明确员工是否为避免长距离通勤而随单位搬迁，

本研究实施了员工住宅搬迁意愿调查。

33..11 调查与数据调查与数据

调查时选取大连港集团、大连机床厂、大连钢

厂、大连医科大学和大连玻璃厂为样本，随机抽取

单位就业人员进行访谈式问卷调查。问卷内容

为：① 调查对象的基本属性，包括性别、年龄、受教

育程度、收入水平、居住地、工作单位；② 单位搬迁

后住宅搬迁意愿；③ 住宅选址因素；④ 单位搬迁

前后通勤出行状况，包括出行方式、出行时间、出

行费用。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980份，由于实施的

是面对面调查，因此所有问卷全部回收并有效。

从调查对象的属性特征看，被调查者的平均

年龄略偏年轻，20~30岁年龄段的人数最多；中等

收入（2 000~4 000元/月）者比重大，这与中等收入

员工占多数的实际相符，表明抽取具有合理性；高

学历的人数比重大，表明样本数据的质量较高。

33..22 结果分析结果分析

分析调查得到的数据发现，单位搬迁后约有

4%的员工搬迁到新址周边居住，而 96%的员工继

续住在原处，17%的员工有在新址购置住宅的意

愿，而 79%的员工表示没有重新选择住宅的打

算。导致员工不愿意搬家的主要原因是新址附近

交通不便和教育条件差（各占总数的 21.32%），其

次是缺乏消费娱乐设施（21.02%）、房价太高

（19.82%）以及缺乏医疗设施（15.42%）。另外，有

约 1.2%的员工认为新址周边缺乏居住区、居住环

境差、原住宅的居住条件好。虽然大部分被调查

者暂时没有随单位搬迁而改变居住地的意愿，但

表示如果新址周边的客观条件满足要求，未来会

在新址周边购买住宅，并搬迁到新的居住地点。

调查还发现除住宅价格外，员工们认为到工

作、学习、医疗、购物、休闲娱乐设施的可达性是影

响随单位搬迁的主要因素。如果新址周边的客观

条件满足要求，员工们会考虑搬迁到新址周边居

住，一些具体指标包括：① 住宅价格应该在5 000~

18 000元/m2，平均可接受的最高房价为7 342元/ m2；

② 通勤出行所需时间应该在20~60 min，平均可接

受的最长通勤出行时间为 36 min；③ 购物、休闲、

娱乐出行所需时间应该在 20~60 min，平均可接受

的最长购物、休闲、娱乐出行时间为 30 min；④ 医

疗出行所需的时间应该在 10~30 min，平均可接受

的最长医疗出行时间为 18 min；⑤上学出行所需

的时间应该在 10~30 min，平均可接受的最长上学

出行时间为 16 min；交通便利、环境优美、生活配

套设施层次丰富、具有大型商业设施。

44 搬迁单位员工的人居生活质量分析

研究表明，QOL影响要素的重要度顺序是：交

通可达性、环境质量、居住条件、生态质量、产业经

济，而在交通可达性中“通勤可达性”和“购物可达

性”最重要[16~19]。因此，为提高QOL，应率先完善城

市交通系统，提高居民的出行质量，尤其是改善通

勤和购物的可达性。但是，由于搬迁单位的员工

多未随单位搬迁而搬迁住宅，因此出现了严重的

职住分离现象，员工们要在原居住地与新厂址间

长距离通勤。为分析职住分离对员工通勤可达性

表表22 企事业单位搬迁特征企事业单位搬迁特征

Table 2 The reloc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nterprises

注：表中正号表示增加，后面的数字表示成本增加的幅度。

东北方向

西北方向

西南方向

平均值

原材料、产成品

运输成本变化

+443.31%

+279.40%

+393.85%

+372.19%

员工通勤、业务

交通成本变化

+567.84%

+322.42%

+498.86%

+463.04%

平均搬迁强度

（人·km）

127 128

25 118

41 991

64 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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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以及QOL的恶化情况，本研究在进行住宅

搬迁意愿调查的同时，进行了员工通勤状况调

查。调查涉及通勤工具、通勤单程耗时和费用，总

体情况如下。

单位搬迁前后，员工通勤的交通方式发生明

显变化（图 2）。搬迁之前，通勤的主要方式是公

交，这是因为单位和住宅都位于同一城市组团，住

宅距离单位近。其次是单位班车和步行。搬迁

后，由于住宅和单位位于不同的组团，常规公交不

能满足通勤需求，单位班车成为通勤最主要的交

通方式，其分担率高达 70.2%。另外，由于轨道交

通跨组团，快轨的分担率上升。私家车和出租车

的分担率未发生显著变化。

图2 雇用单位搬迁前后员工通勤出行的方式分担情况

Fig. 2 Modal split of commuting trip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location of the enterprises

由于通勤距离增加，员工的通勤时间和费用

大幅度增加。之前员工的平均通勤时间为 54

min，费用为 2.45元，搬迁后分别为 83 min和 6.08

元，各增加了 53%和 148%。通勤时间超过 60 min

的比例由 22.58%上升至 60.53%。单位搬迁增加

了员工的通勤时间和费用，降低了员工的 QOL。

上述29家搬迁单位雇用的79 256名员工的每日总

通勤时间由搬迁前的 71 330 h 增加至搬迁后的

109 637 h，总费用由19.42万元增加至48.19万元。

另外，由于通勤距离和通勤时间增加，单位员

工上班离家和下班回到家的时刻相应发生变化。

图 3显示了搬迁前后各时刻离家和到家人数占总

数的累积分布率。从图3a中可以看出，截止6∶40，

搬迁前有 40%的员工离开家，搬迁后该比例上升

至 89%，表明员工离家去上班的时刻大大提前。

计算员工离家时刻的加权平均值发现，搬迁前离

家时刻为6∶45，搬迁后离家时刻为6∶08，即单位搬

迁使员工的离家时刻提前约40 min。

由图3b可知，截止到19∶40，76.8%的员工回到

家中，而搬迁后该比例下降至37.8%，表明单位搬迁

推迟了员工下班回到家的时刻。计算到家时刻的

加权平均值发现，搬迁前员工到家时刻为18∶11，搬

迁后到家时刻为19∶45，搬迁使员工的到家时间推

迟90 min。

上述分析表明，由于新厂址周围的居住和生

活条件较差，大部分员工都未随单位的外迁而搬迁

住宅，雇用单位外迁使得“职住分离”，员工不得不

进行长距离的通勤，每天损失近2 h的可自由支配

时间，加之长距离和长时间通勤增加了金钱花费，

因此可以说单位搬迁后，员工的QOL极大地下降。

55 结 论

本文从城市蔓延、郊区化等城市空间重构背

景下出现的企事业单位搬迁这一现象入手，选取

大连市的企事业单位搬迁为研究对象，通过数据

收集、实地考察、问卷调查获得大量的一手资料，

着重探析了城市化进程中企事业单位空间格局的

演变特征、搬迁单位从业人员的住宅选址行为和

QOL的变化。得到主要结论如下：① 搬迁前后企

事业单位的空间分布形态差异很大，搬迁前各单

位紧密地聚集在城市核心区，搬迁后呈稀疏分散

图3 各时刻离家人数和回家人数占总人数的累积比例

Fig. 3 Cumulative proportion of employees leaving from (a) or arriving home (b) at each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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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局，同时在搬迁方向上呈现按城市扩展轴搬迁

的趋势，搬迁单位的业务交通和物流运输成本大

幅攀升。② 只有约 4%的员工随单位迁至新址附

近居住，影响员工跟随单位搬迁的因素包括房价

和各类设施的可达性，导致大部分员工不愿搬家

的主要原因是新址的交通不便和教育条件差。如

果新址周边的客观条件满足要求，员工们会考虑

搬迁到新址周边居住。③ 单位搬迁前后，员工通

勤可达性的恶化，长距离通勤使得员工平均每天

减少近2 h的自由可支配时间，严重影响了他们的

人居生活质量。

本文对企事业单位搬迁前后空间分布特征的

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城市化进程中土地利用格局

的深刻变化，对搬迁单位就业人员住宅选址行为

和通勤行为的研究也有助于理解城市化进程中城

市空间重构对人居生活质量的影响，所有这些为

城市管理者在实施搬迁时制定配套措施、保证市

民的QOL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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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nterprises and Living Quanlity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nterprises and Living Quanlity
of the Employee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of the Employee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WU Shan-hua1, YANG Zhong-zhen1, WANG Lu2

(1.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College, 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6, China;

2. China Academy of Civil Avi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8)

AbstractAbstract: Taking the relocated enterprises in Dalian as the obje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nterprises and the living qualityof the employees in the context of urbanization. The changes of the spa-

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enterprise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location are analyzed firstly, including the distance

from the city center and their mutual dispersion degree. Moreover, the relocation intensity and the cost changes

of transportation, commuting as well as business trips a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main relocation directions.

Furthermore,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willingness of the residential relocation of the employees is

analyzed, and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ir determination of residential relocation are identified. Finally,

the changes of the commuting trips, including the modal split, the expenses, the time, etc. are explored. And

then, the reduced free time and the affected living quality of the employees are studied.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Firstly, the patterns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re greatly different between the enterprises before

and after the relocation. The enterprises are distributed in a sparsely scattered tendency after the relocation.

Since the urban space is largely extended, there is a sharp surge in the various costs such as the transportation,

the commuting and the business trips. Secondly, only about 4% of the employees move to their new residences

near the new locations. The reason for the remaining 96% of the employees not willing to relocate lies in the

poor accessibility and the education condition. If the conditions surrounding the new sites meet the require-

ments, these employees may move to the new sites. Thirdly, the home-work separation of the employees after

the relocation deteriorates and the commuting accessibility changes significantly. Nearly two hours of the daily

free time has been wasted for the long distance of commuting, and thus the living quality of the employees has

been affected seriously.

Key wordsKey words: urbanization; industrial relocation; living quality; commuting trip; fre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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